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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and Solutions of Marketization of Commerci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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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January 2020, the newly revised Land Management Law was officially implemented, allowing commerci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to enter the market directly without the land acquisitio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however, in reality, 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between the permission to enter the market and the reform practice of entering the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the reform,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scale, quality, use and location of the land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of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2)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legal rights, the risk of entering the market,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benefits will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enter the market; (3) local governments may take negative action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balance between land acquisition and market entry, the benefits of industrial land use, and the fairness and reasonablenes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potential of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the willingness of farmers to enter the market, and the ac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s will restrict the advancement of commerci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market entry reform from three aspects: innovating the market entry model, improving entry rules, and changing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ommerci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rural land reform; obstacles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20年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全国范围内已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经过土地征收而直接入市，但允许入市和入市改革实践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现实差距。由于法律政策落实的关键要点依然没有解决，入市改革在全国层面的广泛推行依然困难重重[1]。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继续深入推进农村改革，积极探索并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目前众多研究者从土地权属不清晰[2-3]、规划管制不完善[4-6]、收益分配不合理[7-9]等角度切入进行分析，探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的问题与阻碍。从土地权属角度看，农村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较模糊，农民集体地位虚置使得部分地区农民集体难以切实发挥职能，需对其进行明晰，以帮助解决入市后的产权权属、收益分配、基层治理等问题[3]。“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是入市的前提，但当前城乡一体的规划管制体系尚未建立：韩松（2014）认为，要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须从规划和用途管制入手[4]；吴义龙（2020）指出，若不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途进行明确界定，构建与国有建设用地相统一相协调的分类登记和规划管制体系，不仅无法实现建设“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目标，更会催生出大批土地食利阶层[4]；李贵东指出，目前来讲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于商住开发依然存在立法上的模糊和规划上的限制[6]。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收益分配问题是改革中影响最大、矛盾最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10]。改革暴露出了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不同农民集体以及集体内部利益无法有效平衡的问题。围绕政府是否该参与增值收益分配，学者们从土地增值贡献、公共管理行为以及现实财政需要等角度出发探讨了其合理性[10-11]，但具体的收益分配基数和比例依然存在较大争议。李怀（2020）认为在土地发展权统一交易市场缺失的背景下，由于不同地区区位和规划差异，改革加剧了农民集体之间收益分配不公[12]，需解决集体之间的利益再平衡问题；因为完善的法律和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目前在集体内部尚未形成可持续的收益分配机制，因此陈红霞（2017）提出需积极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收益分配长效机制[7]。
已有研究从多角度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阻碍进行了讨论，却较少有从改革的主客体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相关较为系统的研究有待加强。本文认为，改革所涉及的土地、农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对于入市进程具有更深层次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实践分析，从土地入市潜力、农民集体意愿、地方政府行为三个视角进行切入，阐述改革受限的深层原因，并据此提出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建议。
2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限制因素分析
2.1 土地入市潜力差异是阻碍入市进程的首要因素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入市改革的客体。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受到区域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呈现出地域性特征，入市潜力也产生明显差异，这影响到各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进程。土地入市潜力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
2.1.1 土地规模
目前关于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没有确切的数据，有学者指出其数量约为4200万亩，约占全国集体建设用地总量的13.3%，总体来看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相对偏小[11]。同时由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相比较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工业化超前的东部地区拥有更大规模的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全国范围内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分布呈现出“大空间失衡”的态势[2]。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存量规模及分布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土地入市潜力的判断，更影响到关于入市用地来源的改革决策[13]。在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空间分布失衡的背景下，入市改革对于中西部地区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效果并不显著，如何实现增量土地入市有效破解存量规模限制，并处理好可能存在的矛盾风险，亟需政策和实践的回应。
2.1.2 土地质量
相较于城市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具有地块细碎化、布局分散化、类型多样化的特征，加之权属争议复杂以及非法使用，其往往难以符合产业用地的规模需求。土地质量问题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势必会降低入市土地对外部投资的吸引力，减少入市资金来源，影响改革的整体效果[3]。从各地区的试点情况来看，无论是以上海市、浙江省德清县为代表的东部地区，还是以贵州省湄潭县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均面临着这一客体限制[6,9,14]。以贵州省湄潭县为例，地区内部可直接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面积为12.35hm2，可调节入市的面积为106.07hm2，但是这些土地同时分布于120个村中，土地细碎化严重，且存在实地地块与二调结果图斑不符或者面积不同的现象，入市存在较大困难[9]。
2.1.3 土地用途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才能入市。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市，对于其用于商品住房开发的规定依然表述模糊。现实中，部分农民渴望以较低的成本享受与城市居民品质相仿的生活，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于商品住房开发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土地的商住开发往往会产生较高的比较收益，一旦放开，极有可能会引导村集体非法占用耕地，重新陷入“过去”的“小产权房”陷阱，甚至对城市商品房市场产生冲击。地方政府在考虑到以上要点的情况下，会限制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商品住房开发。用途限定的制度模糊引起实际操作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土地入市潜力。
2.1.4 土地区位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区位条件存在差异：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发达、工业化相对超前的东部地区的土地区位条件往往优于中西部地区；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人口、产业和基础设施集聚的原因，城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相较于城镇规划区外的土地更具区位优势。
区位条件差异影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进程。首先，区位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土地入市流转的机会：土地位置的固定性决定了土地市场具有天然垄断性和地域性，随着城镇地域的平面扩张，距离城镇较近的土地往往具有更多的入市机会。其次，区位条件的差异也会影响土地入市价格的高低：在相同规划用途下，区位条件较优的土地通过入市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增值，尤其是处于城镇规划范围内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当前已经允许城镇规划区范围内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虽然这部分具有较高“含金量”的土地入市最能够体现出改革所具有的效益[7]，但必须意识到一点：如果这部分土地的高额增值收益不能进行合理分配，可能会加速农民阶层的分化，甚至再次形成一个土地既得利益集团[15]。
2.2 农民改革意愿的高低对于入市改革的推动具有重要影响
农民集体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是入市收益的分享者，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核心主体。入市意愿是农民集体行动的重要条件，入市意愿的高低影响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成效[16]。农民集体对于改革的意愿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2.2.1 法律意识
农民自身由于法律知识缺乏，权利意识的觉醒受到限制，使其无法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甚至反而会因为制度设计的缺陷而遭遇损失。农民法律意识缺乏形成以下困境：其一，由于集体成员意识的淡泊，农民个人不仅普遍缺乏参与村级集体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难以意识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流转与自身利益相挂钩，土地所有权的行使被少部分人支配，这为流转收入进入村干部的腰包提供了便利[15]。其二，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因为农民对相关法律知识缺乏了解，所以地方政府或者村班子需要耗费资源为农民进行政策解读。一旦政策解读不精准，农民会对政策产生曲解，乃至引起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对立冲突，这进一步影响了农民集体参与改革的意愿。
2.2.2 入市风险
入市引起的耕地流失风险是以农业为生的农民所担忧的关键问题之一[17]。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特别是将其用于商品房的开发建设，会显化土地的资产属性，甚至会推进本就日趋严重的农转非行为。如果不能严格对土地用途进行管制，控制短视性和投机性行为，那么一旦改革闸门大开，极有可能产生未批先占等一系列违法用地问题，甚至掀起农转非高潮并对耕地安全构成威胁[18]。
入市改革甚至可能引发类似于“合村并居”的事件，威胁农民基本生活：一旦地方政府和村委会为了获取增量指标，强制性对农民宅基地进行整理退出，会对农民原有生产生活秩序造成极大冲击。随着城镇化推进，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宅基地空置问题已然很严峻，但宅基地还能作为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发挥其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15]。从长远来看，允许闲置宅基地整理转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于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节约利用土地具有重大意义，但如何基于经验教训有序推进改革，并识别防范隐性风险，仍是一个重大难点。
2.2.3 利益需求
实现农民财产利益能极大提升农户入市意愿，推动入市改革。有关研究指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土地增值收益较多，土地的入市交易量大，农民获得土地收益相对较多，农户的入市意愿较强，相应的集体组织架构也更加完整；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土地增值和入市交易量较少，农民获得的土地收益也相对较少，入市意愿也较低[19]。
同时，集体内部利益分配机制直接涉及集体和农户之间的收益分配，内部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合理、不可持续限制了农民利益实现。内部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体现在：在缺乏有效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机制下，村干部可能成为集体所有权“人格化”的现实主体，背离“以农民利益为中心”的分配路向，侵害农民土地权益，降低农民改革意愿。现实中，即使贯彻“以农民为本”的原则，收益分配依然存在痛点：农民可能的短视特性使其对收益利用存在“短期性”。若不能对收益使用进行合理规划，即使让农户短期获得相对更多的收益，也难以有效保障其今后长远生计。
2.3 地方政府的消极行为进一步限制入市改革进程
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入市改革的预期与成效：地方政府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对于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积极性并不高，对中央政策进行变通与消极应对，限制入市进程。
2.3.1 征地与入市平衡
征地与入市的平衡困境折射出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之格局[20]。征地与入市的行为主体不同，但两大主体行为的作用对象却产生重叠，一旦入市改革影响到地方政府土地征收规模和收益，其会一定程度地阻碍入市进程。
入市对征地主要有以下影响：其一，入市改革必然会进一步压缩政府征地的范围和数量，影响政府财政收益；其二，改革将导致土地市场形成多头供地的格局，供地主体之间竞相压价，可能对政府土地征收和国有土地市场的供应造成冲击；其三，对于农民而言直接入市相较于征地安置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一旦农民形成“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高于征地安置”的思维时，国家征地的成本、难度必然增大[21]；其四，在没有新的财政来源前，土地财政收入下降不仅会影响到政府日后的征收进程，还会降低其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迫于改革成效压力、“土地财政”压力和招商引资压力，地方政府会有选择地允许土地入市，严格控制土地用途，甚至会利用行政手段将国有土地低价出让[1]。其短视效应导致征地与入市的低水平均衡，加剧土地市场扭曲，影响长期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构建（图1）。
[image: 低水平平衡分析]
图1 以地方政府为视角的征地与入市低水平平衡分析图
2.3.2 产业用地效益
生产的扩大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这是区别于企业内部经济的外部经济[22]。因此从规模经济和集约效益的角度看，土地等要素配置于城市往往更具有经济性，城市能利用公共物品的集中供给解决企业外部不经济问题。改革开放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工业化模式由于难以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随效益逐渐降低而退出历史舞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也成为了历史遗留。
21世纪我国逐步步入了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带乡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显著提升；以土地为产业承载平台，乡村产业体系不断升级，走向三产融合和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产业已不再延续传统盲目粗放的发展模式：“新常态”下，通过土地入市，以乡村工业园区集中开发为主要模式，农村经济和产业的活力得到提升，对周边城镇发展也产生正外部性效益[23]。如果地方政府仍然困于过去模式影响，无法转变“以城谋发展”的思维，对入市的效益保持着怀疑甚至担忧的态度，那么其做出的决策必将会限制乡村振兴、阻碍城乡统筹。
2.3.3 增值收益分配
收益分配均衡机制尚未建立，地方政府考虑到增值收益分配的三类矛盾对入市存在疑虑：首先，收益分配以尊重集体产权为基础，保障集体利益的实现，但是为了公共利益实现，需要允许政府参与分配，保证公共职能的履行。当前缺乏完善的地方政府参与分配方式、调节金计提比例以及其确定标准等规定，政府与集体层面的利益分配关系还有待于中央层面给予明确。其次，改革中不同地区农民集体运用集体“私权利”，运用市场机制直接进行流转，地区间区位和规划的差别造成了入市收益的巨大差异，部分地区农户甚至难以获得与国家征地相当的补偿[24]。为最大化自身收益，农民集体很少会考虑公共利益及其平衡：在改革尚且缺乏联动机制，全国未形成统一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入市加剧了集体之间土地收益分配不公。最后，内部收益分配涉及到农民集体自治问题，当前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的不明晰与基层民主监督管理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收益分配存在层层提留、中饱私囊现象，严重影响收益分配公平，极大侵害了农民权益。
入市收益的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利益，已成为理论界共识，也是实践改革的价值取向[25]。因此，需明确指导方案来保证收益分配合法合理合情，以实现增值收益在全社会均衡可持续分配。
3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限制的破解之法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通过不断试点实践，已经写入法律，但其推广实施依然存在阻碍。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土地入市潜力的差异是限制入市改革进程的首要客体因素；农户自身对于法律权益实现、入市风险以及利益满足的考量会影响农户入市意愿，对于入市推动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消极行动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入市进程。（参见图2）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以期减少改革阻碍，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高效入市。
[image: 入市成效3.22]
图2 改革成效限制因素分析图
3.1 入市模式的创新：激发土地入市潜力
各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不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的选择也需因地制宜、因时而变，统筹考虑效率、效益及其外部性，分析不同模式的适宜性。当前，从入市手段（直接入市、调整入市）、土地来源（存量土地入市、增量土地入市）、主导主体（集体主导、政府主导、政企合作）等特质来看，入市模式呈现多样化特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改革需求，但仍存在创新空间。
创新并运用多样化的土地入市模式，能够有效激发土地入市潜力，从长远看可实现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本文认为，未来改革一方面需逐步放松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住房的用途管制（入市依然需要以规划为前提）：可以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保障性住房为试点，重点总结项目前期开发与后期经营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在保障性住房项目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尝试探索混合型住宅项目（即保障性房、商品房共建模式）。另一方面需逐步释放闲置宅基地的潜能：以“三权分置”为视角，对宅基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之间的划分标准、变更条件及变更程序进行考察，构建闲散宅基地转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操作机制，辅之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手段，实现入市模式的自更新，减少入市的交易成本。
3.2 入市规则的完善：提升农户入市意愿
在一定程度上，入市规则体系愈发完善，农户对于入市活动则愈发了解，其对于入市改革的期望与行为也会愈发理性。中央层面应当尽快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为全面推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供依据，具体对入市所有权行使主体、入市模式选择、入市交易程序、入市收益分配机制等多方面内容提出明确操作意见。需要明确入市所有权行使主体，保障农民主体权利。需要关注入市存在的潜在风险，包括耕地流失风险、农民流离失所风险、市场交易风险。需要维护各方利益，对增值收益进行合理分配：地方政府的收益提取应参照国有土地标准，并逐步向税收提取转型，通过税收减免或者税收转移等政策，保证收益分配统筹且公平；集体内部收益分配则应该从农民主体角度出发，完善基层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机制，实现农民自治。需要解决入市可能产生的农户非农化和社会保障问题，合理运用入市收益，帮助农户参与非农化就业培训和购买社会保险。
3.3 政府角色的转型：实现政府积极作为
地方政府在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制度中扮演双重角色：其既是国有建设用地的所有者，也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管理者，加之规划管制权力，难免会产生利益冲突和自身利益最大化问题。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中，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过去传统的发展思维，努力做好自身“裁判员”的角色，将其工作重心放于市场失灵的地方。其一，落实对存量土地使用权的登记颁证，强化对新增建设用地的管控，对土地入市程序仅负责备案和提供指导意见，重点加强对违法行为的监管和法律责任的落实。其二，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律龙头地位，尽快编制完成各级国土空间规划，构建完善统一的规划管制体系；同时落实好集体规划权利，引导多主体参与编制，在规划编制实施中尊重农民意愿，优化农村“三生空间”布局。其三，提供高效的市场服务，比如构建统一的跨区域的土地流转交易信息中心，减少农民集体获取信息成本；另外需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的价格管制制度，包括基准地价、最低限价、地价评估与公示等制度，防止农民集体资产流失与农民利益受损。其四，在收益分配机制上，政府应从直接提取收益逐步转向税收间接提取，秉持“初次分配基于产权、二次分配基于税制”的原则。随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深化，地方政府应转向有限管制，发挥市场和社会应有的作用，走向多元化的土地“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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